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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院校漂移及其政府治理
———基于安徽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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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起源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学术漂移，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表现为一种院校漂

移，在办学定位与机构名称、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学业发展诸方面存在漂移现象。利

益相关者“英才教育情结”和利益期待、政府对高校的直接管控、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学历贬值等是院校

漂移形成的主要动因。为此，政府应变管理为治理，从学校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教师选聘和职称评定标

准、办学水平评估和绩效拨款制度等方面对院校漂移加强治理，综合施策，引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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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漂移现象自产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
间，尤其是在近五十年里，已经蔓延到北美［１］、
西欧、北欧、大洋洲［２］、非洲［３］。乔纳森·哈吾
德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ｒｗｏｏｄ）指出： “‘学术漂移’
是用来描述寻求科研及很大程度上以教学为基础

或强调书本学习而轻视实践的一些职业训练机

构。在这里，科学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途

径。”［４］２８８学术漂移也被用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 “本来被看作有用的知识逐渐失去了与实践
的密切联系，而与其他形式的科学知识结合得更
为紧密了。”［５］托马斯·凯瑟弗雷德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ａｉｓｅｒｆｅｌｄ）把 “学术漂移”定义为：非大学机
构竭尽全力地谋求向大学机构的转变过程。［５］

１９５６年，美国学者戴维·里斯曼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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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曾经这样描述学术漂移： “高等教育系统
就像是一个蛇形的实体，最有声望的大学位于等
级制度的顶层，声望稍差的高等教育机构位于等
级制度的中间，声望最低的院校则位于尾部。
……处于中间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模仿那些处于
顶层的大学，位于尾部的高校则模仿那些位于中
间的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形
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６］１７－１４３尼夫

（Ｇｕｙ　Ｎｅａｖｅ）通过对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学术
漂移分析，提出学术漂移的类型和形态，具体分
为 “政策漂移”“院校漂移”“学术漂移”和 “课
程重点的漂移”。［７］凯维克 （Ｓｖｅｉｎ　Ｋｙｖｉｋ）则将
“学术漂移”划分为六个不同层面，除政策漂移
和院校漂移，还增加了 “学生漂移”“教师漂移”
“项目漂移”和 “行业漂移”。［８］

就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学术漂移的一个突出
现象正是院校漂移，尤其是近年来大批新建地方
本科院校，普遍存在院校漂移，进而导致学校办
学定位漂移、政策漂移、课程漂移、教师漂移以
及学生漂移。截至２０１６年，我国有５４３所新建
地方本科院校，占现有高校总数的４５％，招生
人数和在校生总数分别超过总数的５０％，成为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其对实现高
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地方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９］就安徽省而言，２０００年以来通过合并或独
立升格、民办以及兴办独立学院，至２０１７年，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达到２７所 （其中，民办及独
立学院１４所），占高校总数的６１．３６％。［１０］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其中１４所新建本科院校组建了
“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 （又称 “行知联
盟”）。［１１］通过对这些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的分析和实地考察，发现这些院校不断深化对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从调整专业布局、实
行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推进产学研用合
作、搭建孵化平台等方面，努力践行著名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培养知行统一的应用型
人才。但总的来说，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存在
办学定位模糊、发展目标不甚清晰、课程设置不
够合理等不同程度的漂移问题。尤其在创建 “双
一流”目标和评价体系导向下，新建地方本科院
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院校漂移问题愈加凸显。
本文以这些新建本科院校为研究样本，通过面上
分析和案例剖析，探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院校漂

移现象、形成原因，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就加强
对院校漂移的有效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一、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院校漂移现象

（一）办学定位与机构名称的漂移
几乎所有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声称其办学

定位是地方性、应用型。但通过对多所样本校的
章程、发展规划或党代会报告等重要文件研究发
现，普遍存在渴望通过升格进一步发展成为综合
性大学或研究型大学，以此提高它们的文化资本
并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的现象。这种对
升格的渴望首先表现在对系部名称的改变上。通
过对２７所样本校的分析发现，其中１５所院校
（以下涉及到具体学校名称，一律用代码指称）
把校内各系部的名称改为 “学院”，如 “材料与
化工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等，其导致
的后果是一个原本被批准设立为 “ＸＸ学院”的
院校，本身又包含了若干中层 “学院”。这种所
谓 “院套院”的做法使系部与学校在名称上的关
系变得暧昧不清。
其中在 ＨＦ学院、ＣＺ学院、ＴＬ学院、ＨＳ

学院、ＳＺ学院已经出台的 《“十三五”教育事业
发展规划》中，都把学校的层次定位于以普通本
科教育为主，适当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应用型
本科院校，本应向学生提供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与训练，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而不是一味追求与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这种竭力与大学的机构名称趋同和谋求发展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院校漂
移表征，与国外高等教育中的院校漂移现象如出
一辙。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学校在短短几十年
间由原本单一的教学机构逐步升格为学校、学
院、州立学院和州立大学，结果导致它们忽视了
地方需求和学校原本为谁而建的问题。［２］又如，
悉尼技术学院升格为悉尼科技大学后不久，就放
弃了较低水平的课程而专注于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并且涉足非技术领域的教学与科研。这种漂
移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悉尼严重缺乏可
以提供技术课程的院校，致使新南威尔士政府不
得不创办一所新的技术学院来提供非学位

教育。［２］

（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漂移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办学定位有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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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技术应用性特征，其目的是为地方培养高水
平的、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它
所提供的课程不应该像大学那样具有较高的学术

性和理论性，而是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与就
业相关的学历文凭或证书，而不是更高的学位。
但从样本校的实际情形看，几乎都是在建校伊
始，就在课程设置方面仿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做法，倾向于专业理论教学和学术性课程的设
置，把学术等同于科研，或者认为只有高深的专
门知识才叫学术，只有进行高深专门知识的研究
才能够创新、创造，进而导致应用性知识和课程
研究不受重视。如，ＢＢ学院几个专业的理论课
程和实践课程的学时安排就是很好的证明 （表

１）。

表１　ＢＢ学院６个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率

专业名称
理论教学

学时数

课内实践

教学学时数

课外实践

教学学时数

理论教学

学时比率

课内实践

学时比率

课外实践

学时比率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２０２８　 ３４７　 ７５２　 ６５％ １１％ ２４％

市场营销 ２１００　 ２８０　 ６８８　 ６９％ ９．１％ ２２．４％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９８８　 ４３５　 ６５６　 ６５％ １４％ ２１％

水利水电工程 ２１８２　 ２８１　 ７３６　 ６８％ ９％ ２３％

土木工程 ２０９６　 ２８７　 ７２０　 ６８％ ９％ ２３％

材料物理 ２１４２　 ４１６　 ５８４　 ６８％ １３％ １９％

　　从表１可以看出，虽然该校以应用型定位，
但依然重视理论教学而轻视实践和应用技能的训

练，实践教学在课程结构中所占比率较小，而理
论课占有绝对高的比率。而且，无论专业基础课
还是专业必修课，课程内容更多的是理论知识，
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远离实践，校本课程匮
缺，甚至有些专业明确指出把科学研究和 “考
研”作为主要目标。教学过程基本是教师教理
论、学生记理论、考试考理论，考试结束后学生
忘理论。

（三）教师专业发展的漂移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建校伊始，新进教师大

凡只要有硕士学位，都可以被录用。但是现在，
招聘教师普遍强调学历、学位、科研成果、职称
等，而不是职业能力或教学能力。一所样本校的
人才招聘启事上所列出的条件是：“中国科学院
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外著名学术机构的外籍院
士、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国家 ‘９７３’计划课题、
国家 ‘８６３’计划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
目负责人等高层次人才及海外高层次人才，待遇

面议。”其中，虽然也有 “鼓励具有相关行业或
企业工作经验者应聘”的字眼，但这绝不是优先
考虑的条件。除了以上类似的条件外，一些高校
通常还会有一些外加的条件，比如：第一学历必
须是全日制本科高校、紧缺专业人才必须毕业于
“２１１大学”等等。显然，在招聘教师时，科研
能力与科研成果被当作最重要的选聘标准，似乎
把科研工作看作教师即将从事的职业。
不可否认，对高校教师提出科研要求是正确

而合理的，围绕教学、实践做科学研究也是必要
的。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是教学机构而不是科研
机构。在教师职称评定中，将科研产出作为硬性
的决定性条件，无论讲师、副教授还是教授职称
的评定，科研论文、著作、科研项目及其级别，
成了刚性的量化指标，只会诱导和助长高校教师
专业发展的漂移。为了评上职称，多数教师不得
不花费大量时间甚至牺牲备课时间进行论文写作

和项目申请。不少教师为追求职称而被动地从事
科研，对教学失去兴趣和关注，偏离作为中心工
作的教学，最终导致专业发展的漂移。一些教师
甚至铤而走险，导致学术不端行为。

（四）学生学业发展的漂移
据教育部最新数据统计，２０１６年研究生报

考人数达到１７７万，较１９９５年增加了１６１．５万，
录取人数由１９９５年的４．０万增加到５１．７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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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内，考研报名人数虽然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
和２０１５年出现三次下降，但２０１７年报考人数再
次攀升，达到２０１万。［１２］２０１８年报考人数继续高
涨，达到２３８万。［１３］越来越多的新建地方本科院
校正在成为 “考研基地”（表２），很多学生刚一
入学就雄心勃勃地定下考研目标，即使是一些对
考研还没有清晰认识的学生，也会在同学和学校
的引导下选择考研，从而把自己就读的本科院校
当作考研的跳板。尤其是在大三、大四备考期
间，学生只重视考研科目的学习，学校开设的课
程基本不去参加，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学校专设的
“考研自习室”里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考研书”。即使有的同学到了课堂上，也是埋头
在考研资料堆里，而不屑于接受应用性知识和技
能，导致学业发展的漂移。

表２　部分样本校２０１６年考研情况

院校名称 ２０１６年毕业生人数 考研录取人数

ＡＨＸＸＧＣＸＹ　 ２１７７　 ８５

ＨＳＸＹ　 ４３１７　 ２９４

ＣＺＸＹ　 ３７９９　 ２５１

ＣＨＸＹ　 ４０２２　 ２３１

ＳＺＸＹ　 ３７８０　 ３１３

ＢＢＸＹ　 ２７８９　 ２２８

ＡＨＤＸＪＨＸＹ　 ２０４１　 １１８

ＡＨＮＹＤＸＪＪＪＳＸＹ　 １８６４　 １１５

ＡＨＣＪＤＸＳＸＹ　 １２３７　 ８９

ＨＨＤＸＷＴＸＹ　 ２０２９　 ２４２

ＡＨＳＦＤＸＷＪＸＹ　 ２０４６　 １８８

ＷＸＸＹ　 ５０９８　 ４３８

ＨＦＸＹ　 ３５９０　 ３１７

　　数据来源：样本校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注：由于只有ＣＨＸＹ和ＳＺＸＹ两所样本校公布了２０１６年

报考研究生人数，而其他样本校报考人数难以统计。公布报考

研究生人数的样本校录取率分别为２１．２５％和３５．３６％。由此推

算，其他样本校报考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１３％—４３％不等。

二、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院校漂移成因

（一）利益相关者 “英才教育情结”和利益
期待是院校漂移的驱动力

无论中西，“英才教育”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大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
培养 “哲学王”，其心目中理想国里的统治者和
军人都是精英人才。西方最早的大学是学者研讨
高深学问的场所。在中国古代，孔子的 “学而优

则仕”的 “优”亦指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从政君
子、精英。儒家对科技的轻视 （嗤之为等而下之
的 “雕虫小技”）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重学术轻技
术，只有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才被尊称
为社会精英。“每个国家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无不
考虑到如何让优秀者脱颖而出的问题。除了政
府，在寻常百姓的思想中，也深埋下了这种观
念。而且，无论在历史的哪个时期，也无论是在
哪个国度，希望自身或后代通过教育成为优秀
者，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理念。我们暂称之为
‘英才教育情结’。”［１４］在这种精英情结的驱动下，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管理者总是把跻身 “名牌”
行列作为理想，而家长和学生宁愿选择难就业的
一些大学，也不愿选择就业率非常高的应用型院
校。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学术漂移，只不过是为
了满足那些未能被高水平大学录取的学生的一种

替代性需要。
由于高学历、高学位代表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和就业机会，科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学校
的实力，如果一所新建本科院校能够升格为大
学，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招收到更优质的学
生，进而获得更多的拨款，教职工工作条件和收
入将会由此改观，而学生也由此获得更多的文化
资本和符号资本，在未来就业和社会资源的获得
上占据更多优势。所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利益
相关者———学生、家长、教职工和管理者无不渴
望升格为大学，以期能够给自己带来诸多好处，
于是竭尽全力在每一方面都模仿大学，强调理论
和科研的重要性。另外，受到国家建设 “双一
流”战略的影响，许多新建地方院校也纷纷提出
了 “创建一流”的目标，“弯道超车”“跨越式发
展”等口号不绝于耳。这些脱离现实、脱离自身
办学定位的发展冲动，与其本身应负的职责背道
而驰，事实上牺牲了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政府对高校的直接管控是院校漂移的
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一直由政府包
办，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也是管理者。
由于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资源高度依赖政

府，如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指标等都掌握在政府
手里，所以其运行与发展必须以政府为导向。而
政府更多地以科研、论文、学术贡献对高校进行
评价，而忽视高校的服务对象———学生、家长和
用人单位的话语权，造成利益相关者缺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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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书记的作用与考评由省委省政府直接掌控，
利益相关者更是不着边际。学校主要领导的工
作，往往只要让上级领导满意，就会得到上级肯
定。高校管理者的价值取向漂移，把名号、荣
誉、地位和谋求政府认可变成学校组织及其个人
的追求。而所谓的 “重学术”也只不过是一个借
以谋取经费、荣誉和地位的实践路径。这种盲目
追求所谓 “一流”的发展思维，忽视了高校发展
的生态位，只顾一味趋上、攀高、升格，带来了
院校间的恶性竞争和人才大战，使新建地方院校
的发展空间变得狭小，最终导致院校漂移。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学历贬值是院
校漂移的助推器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学历的快速贬值，
“学历病”［１５］在全球蔓延。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日本出租车司机都要求大学毕业学历。也就是在
同一个年代，印度出现了大学毕业的公共汽车售
票员。当时有６万名失业的工科毕业生，其中不
少人还拥有硕士学位。［１６］５８－５９在中国，随着高等
学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学历贬值的速度和
程度尤其明显。尽管近二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
展，但也难以为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充
足的就业岗位。于是，像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
肉、南京大学毕业生当保姆等类似的报道已算不
上新闻。用人单位在毕业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本
能地提高自己的门槛，其招聘员工时学历要求升
格的实质就是学历贬值。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无不认为教育是改变命运的
一种极其重要的途径，而高学历是进入上层社会
非常重要的资本。２０１７年底， “中国教育在线”
联合 “微博教育”对考研动机进行了调查，调查
显示，为改变学校背景和出身，提高就业竞争力
的考生占考研人数的７２．４１％。［１３］很多新建本科
院校学生更是只有选择报考研究生，才能提高自
己将来的就业竞争力。
此种趋势进一步加快了学历贬值的速度。新

建地方本科院校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同时也为
了显示自己的办学实力与水平，于是抓住这个
“有利”时机，一切为学生的考研保驾护航，并
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学生求得更高学位，从
而取代已遭贬值的本科学历。这种做法致使许多
学生对前途感到迷惘，在考研与就业之间摇摆，
进而降低了对本科教学、实用知识与技能的关注
度，偏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走上追求考研率

的学术漂移之路。

三、政府治理的对策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院校漂移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应当引起政府重视，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和措施，变管理为治理，改变种种政策漂移的倾
向，以便院校漂移得到有效遏制，有效引导新建
地方本科院校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引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方向
转型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

有机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定位，如果
试图模仿办学历史较长、水平较高的研究型或教
学研究型大学，不仅暴露出一种自卑情结，也意
味着他们对本校学生和对自己所教的应用性知

识、技能的轻视。受此影响，学生们也会产生自
卑情绪，从而对地方院校及应用性知识与技能产
生偏见。
尽管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是教学、科研与社

会服务，但不同类型高校间应该形成合理的分
工，承担不同的职能，形成不同的生态位。 “高
等教育的多样化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满足学生

变化的需求的指标”，“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和
系统能够满足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１７］

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印发的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指出，要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突破一批重点领
域关键共性技术，把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成制造
强国。［１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
机，从对精英情结和趋上攀高的漂移中走出来，
切实转向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应用型人

才，转向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学
生更有效学习、更充分就业上来。同时，政府应
加大统筹力度，从高等教育如何提高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出发，加强对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漂移现象的有效治理和合理引

导，引导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方向转型，
加大对实践教学的财政投入，加强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鼓励企业参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设立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的评估与资
助政策。

（二）指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合理设置和优
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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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课程设置应遵循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规律，切实体现 “地方性、应用型”
的办学定位，真正符合 “实基础、适口径、重应
用、强素质”的要求，加强实践教学，增设校本
课程，凸显应用型人才的技术性、职业性和复合
型的特征；体现专业特色，按照 “公共基础课适
用、专业基础课够用、专业课实用”的思路，来
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符合应用型本科教育
的课程体系；丰富选修课程资源，以整体优化学
生的知识结构，适当设置一些有利于培养应用能
力、与行业资格考试紧密联系以及与地方经济建
设深度融合的课程，以方便学生考证与就业。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高校教学体系的核心环

节，因此要合理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完善实践教
学体系。培养方案要将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
习教学、毕业设计 （论文）、社会实践等进行统
筹规划，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要改革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增加综合性和设
计性实验；提高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论文）、
实习教学、社会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益。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实践，引导学生通过科技活动、社会
活动、文体活动等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最
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切实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
力、适应能力和职业素养。

（三）深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选聘和职
称评定制度改革

澳大利亚联邦顾问委员会曾经设想新建学院

的教师们应该来自于工业、商业等职业领域，并
且教师要定期地往返这些领域接受新的训练［２］。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选聘应该重视教师的行

业经验和专业技能，而不是教师所获得的学位和
学术表现。只有良好的教学能力、实践知识与技
能才能满足学生的真正需求。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教师所承担的主要任务

是教学并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这不是说教师不
做学术，而是应该在主要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再做
科学研究，重点是做应用性学术。事实上，大量
的研究工作主要应该由研究型大学来承担，而不
是要强迫地方院校教师为了晋职都去一窝蜂功利

性地做科研。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地方院
校改变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建立多元化科学合理
的评定机制，改变将论文、著作以及科研项目当
作硬性指标的做法，更多地强调教师的专业技能

和行业业绩、教学能力、职业道德和受学生欢迎
程度。同时，制定应用型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专
业带头人、教学名师等专项评选政策，加强对新
建地方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

（四）调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水平评估
和绩效拨款的标准和指标

教育部每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对
高等学校教师的学历、学位和职称等提出硬性指
标。评估目的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形成办学特
色，不是追求同质化发展。因此，对不同性质、
类型的高校应实行分类评估，探索政府评估、院
校自我评估和校际评估，第三方评价机构和社会
多元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制度，将教师的教学质
量、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促进就业、对当地和
所在社区的贡献度、社会的评价和用人单位满意
度作为评判的重要参考标准，以确保学校定位与
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吻合度。
此外，我国高等教育虽已采用以绩效为导向

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目前高校的绩效拨款制度还
不完善，拨款标准和指标体系僵硬单一，缺少多
样性和灵活性。绩效拨款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指
标体系，并建立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之上，政府应
调整僵化单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合
理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新建地方本科院
校，应当重点考核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上的
达成度以及与行业和岗位要求的契合度，从教学
成果、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社会、资源和文化共
享等方面设立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作为拨款和各
种项目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促使新建地方本科
院校向着应用型方向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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